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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家庭功能在初发脑卒中后抑郁（PSD）病人病耻感与不良情绪间的中介作用，为促进PSD病人身心健康提供

临床依据。方法 选取 2019年 1月至 2021年 5月在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231例初发 PSD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激

惹、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IDA）、脑卒中病人病耻感量表（SSS）及家庭功能评价量表（APGAR）评估研究对象不良情绪、病耻感

及家庭功能状况，并采用Pearson法分析三者间的相关性，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检验家庭功能在病耻感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

应。结果 初发 PSD病人 IDA评分（62.32±5.85）分，SSS评分（57.69±4.10）分，APGAR评分（4.56±2.10）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

得知，PSD病人APGAR评分与 SSS评分呈负相关（r=−0.44，P<0.001），与 IDA评分呈负相关（r=−0.49，P<0.001），SSS评分与 IDA
评分呈正相关（r=0.47，P<0.001）；中介模型提示，家庭功能在病耻感与不良情绪间起中介作用（β=0.36，P<0.001）。本研究中，

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662）×（−0.538）/0.462=77.09%。结论 初发PSD病人的病耻感能直接预

测不良情绪，但家庭功能能发挥中介调节效应，纠正不良情绪，减轻病耻感，故在临床工作中，应充分给予初发PSD病人家庭支

持，以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 卒中； 家庭功能； 抑郁症； 病耻感； 不良情绪；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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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between stigma and dysphoria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 and to provide a clin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patients with PSD.Methods 
Two hundred and thirty-one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PSD admitted to Shijiazhu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and May 2021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the Self-Rating Inventory of Irritati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DA), the Sick⁃
ness Stigma Scale for Stroke Patients (SSS) and the Assessment of Family Functioning Scale (APGAR)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tatus of 
dysphoria, sickness stigma and family functioning in the study subjects, and the Pearson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three,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further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ing between sickness 
stigma and negative emotions.Results IDA score, SSS score and APGAR score in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PSD were (62.32±5.85), 
(57.69±4.10), (4.56±2.10), respectivel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PGAR scores of PSD patients were negatively cor⁃
related with SSS scores (r=−0.44, P<0.001),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DA scores (r=−0.49, P<0.001), and SSS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DA scores (r=0.47, P<0.001). The mediation model suggested that family functioning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morbidity stigma and dysphoria (β=0.36, P<0.001). In this study, the indirect effect was greater than the direct effect, and the ra⁃
tio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to the total effect was (−0.662) × (−0.538)/0.462=77.09%.Conclusions The morbid stigma of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PSD can directly predict the bad mood, but family function can play a mediating moderating effect to correct the bad mood 
and reduce the morbid stigma. Therefore, family support should be given to patients with first-onset PSD adequately to promote their 
healthy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n clinical work.
Keywords Stroke; Family functioning; Depressive disorder; Morbidity stigma; Dysphoria; Mediating role

脑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

卒中后常见精神障碍，增加复发死亡风险［1］。同时，

80%的病人会因躯体障碍受到歧视，出现病耻感［2］。

病耻感这一概念由学者 Goffman 首次提出，认为疾

病造成个体行为举止不同于常人，被人们歧视、排

斥后所产生的内心羞耻体验，并被 WHO 认为是决

定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同时，有研究证实，病耻

感与不良情绪呈正相关，增加负性情绪体验，造成

心理弹性低下，不利于病人身心健康发展［3］。家庭

功能是家庭在人类社会和生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

用，研究表明，不良情绪与家庭功能、病耻感密切相

关［4］，但三者间的关联尚未完全明确。鉴于此，本研

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探究 PSD初发病人病耻感、家

庭功能、负性情绪间的关联，以期为此类人群身心

健康发展提供依据。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石家

庄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231例初发PSD病人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卒中后抑郁临床实践的中

国专家共识》［5］关于 PSD 的诊断标准，有卒中史，存

在能力减退、社会性退缩、兴趣丧失、睡眠障碍、悲

伤、焦虑等表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 项

评分>7 分，结合临床症状和体征诊断为 PSD，均为

首次发病；神志清醒，病情稳定，能正常沟通交流及

填写各个调查问卷；积极参与本研究，签署研究同

意书。排除标准：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者、恶性肿瘤

者、其他急慢性严重疾病者；有抑郁病史或家族性

精神病史者。本研究经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伦理

委员会审批通过（批号20190042）。

1.2　调研工具和方法　（1）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

括婚姻状况、学历、合并症、性别、家庭月收入、医疗

费用支付方式、年龄。（2）激惹、抑郁和焦虑自评量

表（IDA）［6］：共 18 个项目，涵盖焦虑、抑郁、内向、外

向激惹维度，且每个题目包含 1个症状，4级评分法，

总分 72分，评分越高，提示受试者不良心理状态越

严重，量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3）脑

卒中病人病耻感量表（SSS）［7］：涉及躯体障碍、社会

交往、自我感受、受歧视经历，Likert 5级计分，总分

80分，病耻感与评分成正比，量表Cronbach's α系数

为 0.813。（4）家庭功能评价量表（APGAR）［8］：涵盖合

作度、成熟度、适应度、情感度及亲密度 5个维度，采

用 3级评分法，主要用于衡量脑卒中病人的家庭功

能，最终得分为各条目得分之和，分数越高，提示受

试者的家庭功能越好。该量表已被证实可作为评

估家庭功能的可靠工具，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860。取得本院临床心理科同意及支持后进行

问卷调查，本次共发问卷 231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1份。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软件，Pearson 行

相关性分析，Amos 23.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行路径分

析，检验家庭功能在病耻感、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

用，P<0.05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及 IDA、SSS 及家庭功能评分　231
例初发 PSD 病人一般资料情况见表 1；问卷评估得

知，初发 PSD 病人 IDA 评分（62.32±5.85）分，SSS 评

分（57.69±4.10）分，APGAR评分（4.56±2.10）分。

2.2　家庭功能、病耻感、不良情绪间的相关性　采

用 Pearson 进行相关性分析，231 例初发 PSD 病人

APGAR 评分与 SSS 评分呈负相关（r= − 0.4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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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与 IDA 评分呈负相关（r=−0.49，P<0.001），

SSS评分与 IDA评分呈正相关（r=0.47，P<0.001）。

2.3　家庭功能在初发 PSD 病人病耻感与不良情绪

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相关性分析，建立以病耻感为

因变量（Y）、不良情绪为自变量（X）、家庭功能为中

介变量（M）的假设模型，运用Amos 23.0软件建立结

构方程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检验与修正。模型拟

合结果显示，各拟合指数均在参考范围内，提示该

模型较为理想，见表 2。模型提示，家庭功能在病耻

感与不良情绪间起中介作用（β=0.36，P<0.001）。当

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时，表明中介变量具有影响力，

需重视该中介变量。本研究中，间接效应>直接效

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662）×（−0.538）/
0.462=77.09%，故需重视家庭功能这一中介变量，变

量间相互效应见表3。
3　讨论

3.1　初发 PSD 病人的病耻感、不良情绪、家庭功能

的现状　脑卒中是目前造成我国居民残疾、死亡的

首位因素，突发卒中给病人带来巨大冲击，面对疾

病带来的影响和漫长的康复过程，病人普遍存在负

性情绪，对其肢体功能、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9-11］。

此外，由于认知功能、心理、生理的系列变化，脑卒

中病人病耻感增加，心理压力加重、社会生活适应

不良，影响身心健康。PSD病人极易产生轻生念头，

国内外研究报道，PSD 病人自杀的发生率是普通人

群的 2倍，而 11.3%的病人在卒中发生后的 2年内仍

有自杀计划［12-13］。PSD作为与脑卒中事件相关的一

种情感障碍性疾病，不仅影响病情稳定期的康复训

练，还对病人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影响。鉴于此，本

研究对 231例初发PSD病人展开调查显示，SSS评分

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这可能与 PSD 病人遗留的运

动、神经功能障碍相关。本研究还发现，PSD病人抑

郁、内外激惹、焦虑较为严重，与单媛媛等［14］研究结

论一致，表明初发脑卒中病人存在严重心理障碍，

不良情绪严重；而 APGAR 评分（4.56±2.10）分，家庭

功能处于中等障碍，这可能与病人年龄较大，且照

顾者多为配偶，难以提供优渥的家庭支持相关。

3.2　初发 PSD 病人的病耻感、不良情绪、家庭功能

的相关性　目前，病耻感对人群抑郁的影响已得到

证实［15］。调查发现，有病耻感的脑卒中病人抑郁风

风险是正常病人的 1倍［16-17］。本研究显示，初发PSD
病人的病耻感与不良情绪呈正相关，与胡瑞丹等［17］

研究一致。此外，本研究发现，PSD病人病耻感、不

良情绪与家庭功能呈负相关，与既往结论［18］一致。

对于中老年人群而言，家庭功能对身心健康有正性

作用，且家庭功能与身心健康相关。研究发现，家

庭功能低下会增加抑郁风险［19-20］。调查显示，家庭

功能良好可降低抑郁风险，纠正不良心理状态，减

轻负性情绪［21］。在疾病发生时家庭支持尤为重要，

如为病人提供心理、精神及情感支持、承担照护责

表 1　初发脑卒中后抑郁病人231例一般资料情况

资料

性别

 男

 女

年龄

 <60岁

 ≥60岁

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离异或丧偶

合并症

 有

 无

家庭月收入

 <8 000元

 ≥8 000元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自费

 其他

例数

124
107

86
145

75
110
46

189
42

132
99

145
86

36
195

构成比/%

53.68
46.32

37.23
62.77

32.47
47.62
19.91

81.82
18.18

57.14
42.86

62.77
37.23

15.58
84.42

表 2　家庭功能在初发脑卒中后抑郁病人病耻感

与不良情绪间的中介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指标表

拟合指数

df校正拟合度χ 2值
RFI
GFI
CFI
IFI
NFI
TLI
RMSEA

评价标准

<3.00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08

结果值

1.62
0.93
0.93
0.98
0.98
0.95
0.97
0.07

注：df为自由度，RFI为相对适合度指数，GFI为拟合优度指数，

CFI为比较拟合指数，IFI为增值拟合指数，NFI为规范拟合指数，TLI
为非规范拟合指数，RMSEA为近似误差均方根。

表 3　家庭功能在初发脑卒中后抑郁病人病耻感

与不良情绪间的中介模型的作用效应（标准化）

自变量

病耻感

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

因变量

不良情绪

病耻感

不良情绪

直接效应

0.11
−0.66
−0.54

间接效应

0.36
—

—

总效应

0.46
−0.66
−0.54

注：—为无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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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等，对减轻疾病负担和心理压力、改变应对方式、树

立疾病治疗信心、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具有重要作用。

3.3　初发 PSD 病人的家庭功能在病耻感、不良情绪

之前的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研究家庭功能对初发

PSD病人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对其在病耻感、不良情

绪之前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功能

在病耻感与不良情绪间具有中介作用（β=0.36，P<
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77.09%，表明病耻感

对初发 PSD病人的不良情绪有直接预测作用，而通

过家庭功能可间接影响病人的不良情绪，减轻病耻

感。脑卒中这一突发事件本身已对病人带来了巨

大的心理冲击，同时漫长的康复过程中所面临的各

种困难和挑战，致使病人精神、身体均承受巨大煎

熬，且再复发的可能性及疾病转归的不确定性使得

其内心压力倍增，精神紧张，极易产生较为严重的

病耻感、恐惧感及抑郁等不良情绪。家庭扮演着促

进成员健康发展的重要角色，功能优劣会对成员情

绪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22］。因此，临床在护理干预

过程中，需特别重视家庭功能给病人心理、生理带

来的积极影响，鼓励家庭成员多与病人交流，使其

获得更多的关怀和理解，以增加病人的物质支持和

家庭内部情感，改善病人心理健康状况，提高自我

管理行为。

综上所述，初发 PSD病人的病耻感能直接预测

不良情绪情况，但家庭功能能发挥中介调节效应，

纠正不良情绪，减轻病耻感，故今后针对脑卒中病

人，应增加对其心理的关注度，给予更多的家庭关

怀，以达到减轻病耻感、舒缓负性情绪的目的。但

PSD 病人不良情绪的发生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单

一从家庭功能、病耻感两种因素分析其对 PSD的影

响存在一定局限性，今后工作中还需从多个方面、

尽可能多的纳入可能的影响因素，以全面筛选识别

PSD 发生的高危因素，进一步为临床降低 PSD 发生

率、促进脑卒中病人身心健康发展提供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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